
的 ,实际上也经常是失败的 。但在中国有个特殊情

况:二次受害。(老百姓)受害了 ,不反映 、不挣扎 、迁

走 、一走了之 ,可能还好一点 ,可能事情就了了。如

果采取行动起来抗争 ,上访 、告状 、静坐 ,那么基本上

就会遭到二次受害。二次受害就是受到镇压 、打击 ,

包括黑恶势力出面施害 。在发生污染纠纷的地方 ,

很多情况下政府明显是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 ,一方

面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维护污染企业的利益 。

这种情况在日本 、美国很少见 。如果事实关系已经

明确 ,污染方确实有排污行为 ,确实违背了环境法 、

排放的污染物确实超标了 、老百姓也确实受害了 ,那

么日本 、美国的公共权力一般是不可能 、不敢公开地

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不会像我国有些地方的领导

人那样 ,老百姓上访就把他抓起来 ,或者说他是“精

神病” 。当然在非洲 、南美的一些国家 ,也有起来抗

争的受害者被某种势力镇压下去的情况。这是一个

制度性 、结构性的问题 。

收稿日期:2011-04-21

受访者简介:王晓毅(1961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①本访谈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徐寅进行访谈及整理 ,王晓毅研究员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审核。

农村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
———王晓毅研究员访谈录①

【人物简介】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1987

年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研究领域涉及农村发展

与农村环境 、农村贫困 、农村社会冲突等方面 ,曾发表论文《村庄内外》(合著),《农村工业化与民间

金融》(合著),《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等 ,主编了《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中国 12村

贫困研究》 ,翻译著作有《国家的视角》等 。

中图分类号:C91;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26-03

　　徐寅(简称徐):您以前一直从事农村社会学研

究 ,而且环境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农村

社会学家转变为环境社会学家 ,请问您以前从事农

村社会学研究经验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什么影

响吗 ?

王晓毅(简称王):我做研究已经 20多年了 ,前

10年的研究地点主要在东部 ,后 10 年我在西部跑

得多一点。那个时候在西部 ,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

西部的发展和贫困的问题 。可能在西部跑的时间长

了 ,看得也多了 ,我感觉西部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

不是在从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应该说不是在做环

境社会学研究 ,只是在做农村环境问题研究。在我

研究的“工具箱”里面 ,什么工具都有 ,既有社会学 ,

也有文化人类学 ,还有经济学等 。所以我到现在为

止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做环境社会学研究的 。

我关注环境问题是从关注整个农村发展问题开

始的 ,原来的所有的经验都和我现在的研究密切联

系在一起。比如 ,我在描述北方干旱地区草原环境

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博弈 ,也

就是我所称的“猫鼠游戏” ,政府不断去强化管理而

农民则想尽办法躲避。这样一种分析范式 ,实际上

就是从农民社会分析范式转过来的。农民研究的理

论方法对于研究农村环境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

徐:您曾提到 ,草场退化与其说是“公地的悲

剧” ,不如说是“没有管理的公地的悲剧” ,当集体和

集体利益被弱化 ,往往会导致国家政策成为农民的

外在强加物 。那么您认为国家政策对农牧民的作用

是怎样的?

王:首先讲《公地的悲剧》 ,哈丁自己也在反思这

篇文章 ,20 世纪 80年代哈丁又写了一篇文章对公

地悲剧的理论做了修正 ,公地的悲剧不是一般意义

上公地的悲剧 ,而是没有管理的公地的悲剧 。现在

我们整个社会 ,尤其是环境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

有管理。我说的没有管理不是说没有制度 、政策和

机构 ,这些都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根本没有发挥

作用 。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 ? 改革开放以后 ,我

们把国家和农民中间一个层抽空了 ,变成了国家直

接对应农民。中间这层我们把它叫做社区也好 ,公

民社会也好 ,甚至是传统规范和伦理也好 ,这块在改

革开放以后已经被大大弱化了。

由于缺少这块的支撑 ,因此在政策落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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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基层的行动者 ,也就是基层农民变得很软弱。首

先 ,基层的行动者是分散的 ,没有组织 ,他们经常是

软弱的。其次 ,基层的行动者是没有控制 ,没有集体

行动的。哈丁所讲的公地是由于没有管理才会产生

悲剧 ,那么我们现在社会当中 ,恰恰存在很多没有管

理的私地 ,比如草地承包以后 ,缺少行之有效的地方

规范 ,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经常无效 ,这样就产生了

一种没有管理的悲剧 。

在中央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 ,

这些集团会把政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就

像我在内蒙的研究中所说的 ,本来宣布禁牧是要老

百姓少放羊 ,然而一些地方的监管机构却说只要你

给我钱你就去放吧。当这样一个格局形成后 ,对于

老百姓来讲采取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采取机会主义的

办法 ,只能追求暂时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机会主义

是对不确定政策实施的反应。

徐: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很多时候国家治理措

施并不适当 ,往往采取一种激进的措施 ,作为社会学

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王: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走慢点。正如斯科特在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

失败的》一书中指出的 ,国家采取一种简单的政策 ,

实行“一刀切” ,会导致很多负面的效果。那么有什

么办法呢? 斯科特也没能说明具体的办法 ,只能说

明一种趋势性的办法 ,比如说采取任何一种措施需

要走慢点 ,步子迈小一点 ,留一个进退的空间 。这个

世界是复杂多样的 ,往往存在很多政策设计者不了

解的因素 。设计越完美 ,规模越宏大 ,有时候它带来

的负面效应往往越难解决 。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

比如说松花江污染 ,国家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 。但

是 ,一些大动作 ,比如说关停并转 ,只能治标 ,而治本

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污染和治

理污染都具有合理性 ,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很难想象不犯错误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

怎么从错误中学习一些东西。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

中 ,我觉得需要当地人的参与 ,也要求当地人的组织

化程度提高 ,当地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愿 ,这是一个

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比国家“一刀切”的治理更

具有意义。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奥运会期间 ,对环境

治理抓得很紧 ,一下子关掉很多工厂企业 ,但这仅仅

是表演而已 。真正改变北京市的产业结构 ,改变北

京人的出行习惯 ,乃至改变政府行为 ,这是很漫长的

过程 。

在反复的试错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

现社会的和谐在于达成一种平衡 ,而不在于谁说了

算。如果我们有一个相对平衡的机制 ,也许社会的

发展会更稳定一点 。

徐: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往往存在农村经济

发展 ,环境却退化的现象(如苏南尤其明显),您是如

何看待这种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二元对立的 ?

王:GDP 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很多

社会问题 。比如说财政收入增加 ,政府有钱了可以

更好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就

业问题的解决 ,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当地收入。

但是即使是就业也不仅仅是 GDP 提高就可以解决

的问题 ,而且GDP的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当地人生

活水平的提高 。举个简单例子 ———“鄂尔多斯奇

迹” , 鄂尔多斯近些年在全国来讲都是GDP增长最

快的一个地方。那里物价非常高 ,高档车也很多 ,但

是当地人从里面得到了多少实惠呢? 那些开发矿藏

的收益 ,都进入了外来投资者手里。

如果不是仅仅简单地追求 GDP 增长 ,或是满足

追求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而是把当地人的社会福

祉放在第一位 ,那就不会为了所谓的经济增长而牺

牲掉许多其他方面的利益 ,这一定需要找到一个平

衡点的 。

一方面经济在发展 ,另一方面环境却在被污染 ,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不可

避免的 ,但如果有一个机制可以让当地人主宰他们

的生产和生活 ,那么我想这种现象可能在很大程度

上是可以避免的。

徐:我们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 ,太湖边农村居民

的环保意识没有市中心居民的环保意识强 ,您是如

何看待环境意识的城乡差别 ?

王:在这方面我基本没有研究 ,但我可以举个其

他例子。比如说 ,从表面来看北京人的环保意识比

内蒙古牧民的环保意识强 ,表现出来就是 ,政府说草

原是你们的家园 ,所以你们要去保护 、要去减少牲

畜 ,要去主动治理环境 ,但是内蒙古的老百姓继续放

牧 。可能我们会说这些牧民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 ,

你看北京人 ,他们义务地去内蒙古植树 ,去做宣传 ,

等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深入进去以后你会发现 ,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北京人的环保意识强 ,其

实很多时候北京人的环保意识强带有一种强烈的

“自我本位” 。为什么北京人要去内蒙古植树? 是因

为他们希望风沙不刮到北京来。最可笑的一个事例

就是在奥运会之前个别 NGO喊出口号“杀掉山羊保

北京” ,这个口号到了内蒙古就变得很奇怪了 ,牧民

们在想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山羊去保你的北京?

我们政府的整个政策实际上也是这样来设计

的 。比如说最大的治沙项目叫京津风沙源治理项

目 ,环绕北京 , 包括内蒙古 、河北 ,还有东北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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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在那里实行禁牧 、公益林不许动 、还要植树种草 ,

这些政策是为了保护北京和天津 ,但是你会发现 ,这

些政策将当地的居民和环境人为地对立起来了。

在调查中 ,当地人就跟我讲 , “谁说我们没有环

保意识 ,我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里 ,我们当然希望

这辈子能放羊 ,儿孙辈也能放羊 。这里沙漠化已经

很严重了 ,我们过去就已经意识到了 ,所以开始种黄

柳防风固沙 ,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敢种了 ,为什么

呢?第一 ,凡是种黄柳的地方就被划入天然林保护

区 ,我的羊就不许再进去了 ,等于说我越种黄柳就越

是缩小我的生存空间 。”可能在我们看来 ,不去种黄

柳是缺乏环保意识的表现 ,但通过这段话可以发现 ,

牧民不种黄柳是在保护其生存空间。再比如说 ,牧

民告诉我:“黄柳每两年就需要平茬 ,以前扩大黄柳

种植就是用砍掉的枝条插在地上 ,黄柳就长起来了 ,

现在成了公益林了 ,动一棵就罚款 ,我们种的黄柳不

许去砍 ,但我们可以看着黄柳死去 。”其实 ,这些可以

归结为第一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政策把当地承载的

环境能力和牧民自身的利益剥离开了。

第二个原因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们的确处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和依赖

关系已经远远不同于过去 ,整个当地的社会已经开

始出现严重的分化。比如在我调查的那个村子 ,的

确有村民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 ,他们尽可能多放养

牲畜 ,钱攒足了以后就搬进城里 。破坏环境成了这

些人积累财富最快的手段 。实际上这就说明 ,市场

将当地人的利益和他们所承载的环境剥离开了。这

样总结的话 ,如果当地人和环境承载量有密切的关

系的话 ,是可以实现人与环境和谐的。但事实上 ,不

管是政府 、国家还是市场 ,已经将当地人和环境割裂

开了 。我们一直在探索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使当地人

和他们的环境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

徐:您多年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 ,您将来研究

的兴趣点在哪里 ?

王:我个人的很多判断可能都是非主流的 ,比如

说主流观点强调增加农民收入 ,但是我写文章说 ,对

农民来讲最主要的不是增加收入 ,而是降低风险 。

我们看到政府也在降低农民的风险 ,比如说实行合

作医疗 ,贫困教育补贴。

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保护农村资源的问题。现

在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

期 ,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 , 城市反哺乡村的时

代 ,包括这几年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多 ,但

是我感觉不完全是这样 。现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原来我们对农村的汲取主要

是农村的产品 ,这些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再生

产的 。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时期 ,我们更急于从

农村汲取资源 ,而这些资源基本上是不可以再生产

的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林改就在很大程度上为资本进入森林提

供了渠道 ,如果土地也可以自由流转的话 ,你会发现

土地也成了一种资源在被人们所汲取 。现在即使土

地还没有完全自由流转 ,但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 ,

比如说开矿 、修路 ,已经在汲取农村的资源 。从这个

角度来讲 ,包括污染企业下乡的问题 ,农村的污染问

题 ,实际上也是农村资源被外界所掠夺的问题。

我们谈到环境涉及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 ,似乎

这是两个问题 ,但是从资源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问

题 ,都是农村在失去它的资源。如果你设想一下大

量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农村 ,购买农村的资源 ,

农村什么东西都要 ,就是不要农村人 ,会形成什么样

的局面 ?

所以 ,农村人需要自己保护农村 ,在这种情况

下 ,农村的资源如何来保护 ,如何来管理? 我在研究

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困难 。比如面对高度的人口流

动 ,资源流动 ,地方社会 ,或者说社区组织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起作用 ,需要一套什么样的新制度 ,培养什

么样的新基层结构 ?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农

村环境问题就和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社会学交织到

一起 , 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也许是我想做的一点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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